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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奕帆等：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朱奕帆，朱成全
（东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农户共同富裕，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基于 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

综合调查（CSS）数据，利用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

进农户共同富裕。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增加创业机会、优化要素配置结构、促进区域人才流动赋能农户共同

富裕。异质性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财产性收入与社会关系的农户来说，数字乡村建设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

明显差异，这体现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包容性。据此，提出夯实数字乡村建设根基、发挥包容性创业“推进器”作

用、借力信息化平台优化要素配置结构的对策建议，以期发挥数字乡村建设在推动农户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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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指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基础上，全体居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原则共

享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逐步将实现全体居民共同富裕摆在重要位置，并通过多项举措保障与

改善民生，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中国现代化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

人员表示，将按照党中央统一决策部署出台《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推动共同富裕目标更快速、高效落

地。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探索实现共同富裕路径已然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关键议题（谢华育和孙

小雁，2021）。就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而言，近年来，产业间、城乡间、区域间财富分布不均等问题进一步显现

（杨思涵和佟孟华，2023），更加凸显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而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这表明共同富裕愿景的实现，需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以

筑牢农户共同富裕的基石。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之一，深刻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农村发展与农户增

收发挥关键作用，可为农户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实现路径（李杰义等，2022）。农业农村部、中央网信办等部门

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

村振兴的驱动引领作用，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

发展”，这从侧面反映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具有底层驱动作用。理论而言，数字乡村建设以大数据、

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新一代数字手段，激活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活力，提升数字化生产力，加快城乡

产业联动发展，驱动农村地区高质量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向农村地区流动，有

效提升农村地区要素生产率，为农户增收提供可能，助力农户共同富裕。同时，数字乡村建设亦可培育发展

数字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消除城乡发展鸿沟，推动农户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那么，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数字乡村建设具体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农户共同富裕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对

不同类型农户共同富裕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农户数据，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为农户共同富裕研究提供

一个全新视角，将数字乡村建设纳入农户共同富裕研究领域，就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户共同富裕关系进行实证

检验，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共同富裕的学术研究；第二，通过区分不同数字技术应用、财产性收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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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农户样本，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差异，揭示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户共同富裕包容性

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自共同富裕理念提出以来，学术界已取得显著成果。已有文献普遍认为，作为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重要

发展战略目标，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Ma et al，
2019；王一鸣，2020；胡鞍钢和周绍杰，2022）。而要推动共同富裕目标逐步实现，最艰巨最繁重任务仍然在农

村（张海霞等，2022；刘旭雯，2022）。归纳现有文献，与农户共同富裕关联研究主要集中两方面：

一是主要围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单主体研究。谭燕芝等（2022）从富裕度、共同度、共享性、可持续性维

度建构指标体系，评价得出中国各省份农民共同富裕水平不断上升，且呈非均衡分布特征。唐亮和杜婵

（2022）立足于当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存在问题，提出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

宜居宜业等建议，旨在助力农民富裕富足。王进文（2023）基于内生性发展视角，探讨新发展阶段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实现逻辑，并提出构建党建与党群联合机制、发挥先进榜样带动与公共文化治理、转变认知模式与强

化组织动员等实现路径。

二是“三农”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农户增收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吴笑

语和蒋远胜（2022）研究得出，农村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参与土地流转农民的家庭人均收入，为农户共同富

裕提供全新契机。蒋伯亨和温涛（2022）研究得出，农业供应链融资主要通过农户帮扶、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和

生产技术优化升级，增加农户收入，助力农户实现共同富裕。张兵和李娜（2022）研究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与

非农就业均能够增加农户收入，进一步作用于农户实现共同富裕。朱哲毅等（2023）研究发现，互联网信息技

术应用有利于农户作出非农就业选择，助力农户增收，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第二农业现代化与共同富裕。梁

琳（2022）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优化农业结构，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新契机，进而推动农户实现共同

富裕。管辉和雷娟利（2022）研究得出，新型城镇化能够为农业新现代化提供更完备的基础设施条件、更高素

质人才队伍及更高水平技术手段，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助力农户实现共同富裕。

已有文献中有关于数字乡村建设微观层面的影响研究较为丰富，学者们普遍认为，对农户个体或家庭而

言，数字乡村建设不仅增加农户对金融资产的需求，也可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刘子玉和罗明忠，2023；李博和

刘佳璇，2022；董丽霞，2022），提升农民消费水平。同时，数字乡村建设也可促进农户创业（戴志强等，2023）、

优化风险分担机制（吴海琳和曾坤宁，2022）。相应地，农户相对贫困问题也会受到数字乡村建设的直接影响

（赵德起和丁义文，2021）。尽管上述研究并没有直接聚焦农户共同富裕，但间接证明数字乡村建设是提升农

户收入的重要举措，对农户共同富裕具有积极影响。刘子玉和罗明忠（2023）研究得出，数字技术使用会提高

农户迈入共同富裕队列的可能性，并证明该结论对不同数字技术使用目的和使用频率的农户均成立。

基于上述分析，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基于 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实证探讨数字乡村

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此基础上，加入创业水平、要素配置结构、区域人才流动等中介变量，探析

数字乡村建设是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影响农户共同富裕。进一步根据农户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财产性收入、社

会关系存在的差异，展开异质性探讨。本文旨在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明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

的影响作用，并为相关部门因地施策、因势施策出台保障民生福祉的政策提供理论参照。

三、理论分析

（一）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户共同富裕
近几年，《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0》《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等政

策文件为数字乡村建设指明方向。在政策文件指引下，各地区展开数字乡村建设实践探索，为建设数字中

国、推动农户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经验与借鉴。数字乡村作为农户共同富裕的战略方向，在农户增收与农村发

展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渐夯实共同富裕实现根基。在农户增收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在“互联网+”
驱动下，相较于城镇居民，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效应更加明显。随着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不断深化，农产

品销售半径不断延伸，有效提升农户议价能力及与中间商博弈能力。这在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促使其有更

多能力承担教育、参保及就医等费用，极大地扩大农户接受教育与医疗服务的机会，加快共同富裕实现进

136



朱奕帆等：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程。且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数字化技术深入应用可为弱势农户在就业、教育、就医及参保方面提供更多便

利条件，缩小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享有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助力农户实现共同

富裕。就农村发展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场景是借力数字红利分配，使得大量技能不足弱能群体可享用数

字经济带来“红利”，为农村地区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助推农村高质量发展，实现农户共同富裕（邱泽奇和乔天

宇，2021）。与此同时，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数字新基建均衡化布局，助力农村地区突破

信息瓶颈，促使各类要素资源实现共享，为农村发展提供生产要素支撑，亦为农户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更多可

能。特别是数字乡村建设借助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农村生产生活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步伐。这带动城乡商

贸流通一体化发展，衍生出诸多新型职业与岗位，有效带动农户就业，进而提升农户共同富裕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1：
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农户共同富裕（H1）。

（二）传导机制分析

作为数字中国与乡村振兴的关键结合点，数字乡村建设除自身可直接助力农户实现共同富裕，还可助力

农户开展创新活动、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及加速人口流动间接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第一，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

农户开展创业活动，增加农户非农收入，加速农户实现共同富裕进程。随着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不断推进，农

村地区各产业获得较为广泛的发展空间。以电子商务为主的产业数字化速度加快，增加农户参与创业机

会。依托新型产业发展形态，农户借助多样化网点布局完成线上、线下一体化创新，扩大收入边界（王剑程

等，2020）。尤其是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农户非农就业渠道进一步扩充，创业积极性被激活。随着就业机

会增多，农户非农增收渠道增多，这有利于提升农户共同富裕水平。第二，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优化城乡要素

配置结构，助力农户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数字基础设施可使数据快速传播，实现生产要素高效

配置，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继而作用于农户实现共同富裕。加之，数字乡村建设可克服生产要素在时间和

空间上限制，优化农村资源性能，扫除生产要素进入农村市场的障碍，提升城乡间资源匹配度，最终赋能农户

共同富裕。第三，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区域人才流动，助力农户实现共同富裕。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

各级地方政府部门通过改革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及金融体系，致力于破解我国存在已久城乡二元结构难题，

使得城乡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及金融市场实现高度统一。这为地区劳动力流动提供利好环境，有利于实现

区域内人才高效自主流动，助力农户实现共同富裕。

由此，提出假设 2：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增加创业机会、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及促进区域人才流动三个机制助力农户共同富

裕（H2）。

四、模型构建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参考秦芳等（2022）研究思路，构建如式（1）回归模型。

wealthi = α + β1digiti + β2Xi + β3 wealth'i + regioni + εi （1）
其中：wealthi为被解释变量农户共同富裕；digiti为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wealth'i为农户共同富裕滞后一期；

Xi为控制变量集合；regioni为地区固定效应；β1、β2、β3为对应变量回归系数；α为常数项；εi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农户共同富裕（wealth）。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经济维度的富裕，还包括社会发展维度的富

裕。基于这一实际情况，根据胡鞍钢和周绍杰（2022）研究思路，基于数据可得性原则，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见

表 1），旨在全面客观测度农户共同富裕水平。进一步利用等权重方法测度农户共同富裕发展机会，并将 3/5
作为临界值衡量农户共同富裕水平。即任何一个农户满足表 1中任意 3个条件，则视其进入到共同富裕行

列，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digit）。综合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主流观点，参考已有研究（刘海

宇等，2023；潘锡泉，2023），从生产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维度出发，设计数字乡村建设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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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户共同发展机会及其状态的维度、指标与临界值

维度

收入

健康

教育

保障

就业

指标

收入水平

医疗负担

教育负担

是否参保

工作情况

临界值

收入高于全样本农村居民中位数收入的 50%取值为 1，否则为 0
过去一年未遇到医疗支出大到难以承受赋值为 1，否则为 0
过去一年未遇到教育费用难以承受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参与任何一项养老保险赋值为 1，否则为 0
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或从事非农工作赋值为 1，否则为 0

均值

0.669
0.654
0.702
0.874
0.669

标准差

0.476
0.485
0.458
0.471
0.496

表 2 数字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生产数字化

管理数字化

生活数字化

二级指标

淘宝村数量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单位行政村农村投递线路长度

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例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人员

人均互联网接入端口数量

交通便捷度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单位

个

个

千米

—

人

个

—

—

方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在测度综合指标时，利用熵值法确定具体权重，具体测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初始数据矩阵：

X = { }xkij
ymn

（2）
其中：xkij为 k年 i省份 j项指标对应的数值；y、m、n分别表示 k年、i省份、j项指标对应的最大值。

第二步，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如式（3）所示。

正向指标：Xijt = xijt - minxijt
maxxijt - minxijt， 负向指标：Xijt = maxxijt - xijt

maxxijt - minxijt （3）
第三步，对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如式（4）所示。

Y = { }ykij
ymn

，
ykij = Xijt

∑
i = 1

m∑
i，k

X ijt
（4）

第四步，计算信息熵，如式（5）所示。

ej = -K∑
i = 1

m∑
i，k

( ykij lnykij )， K = 1
lnym （5）

其中：信息效应值 dj = 1 - ej。
第五步，计算各指标权重，如式（6）所示。

wj = dj

∑
j

d j （6）
第六步，计算各省份的综合得分。

Ski =∑
j

(wj × Xijt ) （7）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单德朋等，2022；徐志明，2021；罗明忠和刘子玉，2022），从以下三个方面选取

控制变量，以期提升回归结果精准性。农户特征层面，选取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身

体健康度、风险测试作为控制变量。家庭特征层面，选用家庭规模、人口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区域特征层面，

将数字中国和东部地区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数字中国体现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差异；东部地区作为虚拟变

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将位于京、津、沪、冀、鲁、苏、浙、闽、粤、琼地区的样本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
该变量主要反映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三）数据来源
为刻画农户这一样本特殊情况，选用 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展开研究。该报告覆盖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区），调查 592个村/居委会，收集 10136份
合格问卷，极具样本代表性。依据本文需要，仅保留农户样本，最终获得 4897个样本。同时，数字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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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主要来自Wind数据库、国泰安县域数据库、中经统计县域数据库、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及各

县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布。最后，根据数据可得性原则，对于 2021年未查询到数据的县域，利用插

值法进行补齐。此外，鉴于熵值法对数据极端值敏感性较强，且数据极端值极有可能会使回归结果产生偏

误，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 5%分位数缩尾处理，以使数据保持平滑状态。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农户共同富裕

数字乡村建设

年龄

年龄平方

性别（男性=1）
婚姻状况（已婚=1）

观测值

4897
4897
4897
4897
4897
4897

均值

1.132
0.036
39.654
2582.387
0.598
0.856

标准差

2.858
0.085
11.255
910.361
0.362
4.116

最小值

0
0
18
325
0
0

最大值

11.658
1
75
5748
1
1

变量

受教育年限

身体健康度

风险测试

家庭照料（是=1）
数字中国（互联网发展指数）

东部地区（是=1）

观测值

4897
4897
4897
4897
4897
4897

均值

3.254
0.509
0.365
4.652
5.698
0.274

标准差

1.169
0.563
0.749
2.019
0.442
0.964

最小值

0
0
0
0

2.304
0

最大值

19
5
1
1

7.254
1

五、实证结果

（一）基准结果
利用有序 Probit模型对式（1）进行回归

分析，得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

影响结果，见表 4。其中，列（1）~列（4）为全

样本中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影响

的估计结果。列（1）为不考虑控制变量情

况，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为 0.405，且
通过 1%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乡村建设对

农户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列（2）
为控制个体特征方面控制变量后，数字乡

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回归系数为 0.507，
且通过 1%显著性检验，证明数字乡村建设

对农户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列（3）
为控制家庭层面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数

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依然为正，且通过

1%显著性检验。列（4）为控制区域特征层面变量对应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回归

系数为正，依然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充分说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深究原

因可能是，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逐步下沉农村地区，实现农村产业数

字化转型，助力农村地区高质量发展。同时，数字乡村建设加快农村产业融合，并延伸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链

条，为农户借助非农就业增加收入提供诸多机会，继而推动农户实现共同富裕。

（二）稳健性检验
截面数据识别不足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关键原因在于：第一，虽然回归

中已经加入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但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如农户所在村庄的资源禀赋、农户所处省份

等变量；第二，农民收入水平越高地区越有利于进行数字乡村建设，导致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户共同富裕存在

双向因果问题。为纠正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选取农户所处村庄地貌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工具

变量。农户所处村庄主要包括平原、丘陵、山地及高原，这一自然条件一般不会直接影响农户共同富裕，但对

数字乡村建设会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和相关性要求。进一步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进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5的列（1）。其中，LM统计量为 10.587，G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为 10.255，
两者均在 1%统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有效；杜宾吴豪斯曼（DWH）统计量为 27.55，在 1%统计

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工具变量回归系数为 -0.025，
且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表 5的列（1）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支持基准回

归结论。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

年龄

年龄平方

性别

婚姻状况

受教育年限

身体健康度

风险测试

家庭照料

数字中国

东部地区

常数项

样本量

R2

被解释变量：农户共同富裕

（1）
0.405***（0.085）

（2）
0.507***（0.089）
-0.254***（-0.052）
-0.048（-0.034）
-0.059（-0.067）
-0.036（-0.024）
0.056***（0.018）
-0.069***（-0.017）
-0.019（-1.574）

3.398***（0.577）
4897
0.109

（3）
0.511***（0.065）
-0.059***（-0.015）
-0.042（-1.458）
-0.036（-0.741）
-0.154（-1.028）
0.056***（0.011）
-0.063***（-0.017）
-0.018（-1.120）
-0.068***（-0.008）

2.547（2.698）
4897
0.105

（4）
0.485***（0.047）
-0.057***（-0.017）
-0.047（-1.254）
0.063（-0.054）
-0.198（-1.025）
0.053***（0.016）
-0.069***（-0.011）
-0.019（-1.157）
-0.067***（-0.021）
0.039（0.065）
0.274***（0.084）
3.654**（0.789）

4897
0.104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显著；括号内为村级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年龄平方指农户主年龄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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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还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第一，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数字乡村建设情况，并对式（1）进行最

小二乘估计（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5的列（2）。第二，更换估计方法。农户共同富裕结果差异并不是完全

由数字乡村建设所引起，也可能是个人、家庭等因素所引

起，使得上述研究结论可能存在选择偏差。因此，利用倾向

得分匹配法（PSM）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

响，以此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 6）。结果显示，不论是

利用最近邻匹配法还是卡尺匹配法，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

共同富裕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 1%显著性检验。且

通过这一结果可知，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户共同富

裕，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致性，表明前文研究结论具有可

靠性。

表 6 PSM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最近邻匹配法

卡尺匹配

被解释变量

农户共同富裕

农户共同富裕

实验组

3.887
3.658

控制组

3.374
3.385

实验组平均处理效应（ATT）
0.366***
0.309***

标准误

0.129
0.105

T
2.837
2.943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显著。

六、机制检验

基于上文假设，围绕创业机会、城乡要素配置结构及区域人口流动三个维度，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

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

（一）基于创业机会的机制检验
数字乡村建设促使电子商务、物流等行业下沉农村，为农户创业提供更多可能。而农户参与多元化创业

可增加其收入渠道，扩充非农性收入，推动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可知，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通过增加农

户创业机会，助力农户共同富裕。在实证检验时，为减轻农户创业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反向因果关系，借鉴张

勋等（2019）研究思路，利用新增创业数量克服反向因果关

系。如果 2019年该农户未从事工商业生产，2021年调查时

从事工商业经营，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表 7中列（1）为数

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影响的回归结果。数字乡村建设的

回归系数为 0.093，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水

平越高，农户创业概率越大。

分析农户创业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见表7的列（2）。
农户创业回归系数为 0.587，且通过 1%显著性检验，说明创

业有利于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结合表 7的列（1）、列（2）结果

可知，农户创业是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

作用机制。

（二）基于要素配置结构的机制检验
数字乡村建设不仅可以直接助力农户实现共同富裕，

还可通过调整要素结构助力农户共同富裕，加速乡村振兴

步伐。因此，将要素配置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 OLS模
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见表 8。其中，本文涉及要素结构主

要包括农业资本替代劳动力、亩均农业技术及土地经营规

模。农业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衡量方式参考张正平和王琼

（2021）研究思路，采用农户农业资本总投入与农业劳动力人数之比表征。其中，农户资本投入利用当年的农

机租赁费、灌溉费、农户持有农业机械折旧价值之和表示。亩均农业技术借鉴刘洋和颜华（2022）研究，利用

亩均耕地农业机械化程度表征。土地规模经营借鉴刘洋和余国新（2022）研究成果，利用人均耕地面积衡量。

回归结果中，数字乡村建设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 1%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乡村建设越好，要素配置结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R2

农户共同富裕

2SLS
7.552***（2.745）

控制

4.505**（1.874）
4897
0.108

农户共同富裕

OLS
0.799***（0.189）

控制

4.582**（1.852）
4897
0.528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显著；括号内为
村级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表 7 机制检验‐农户创业

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

农户创业

其余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R2

农户创业

（1）
0.093*（0.068）

控制

0.765（0.754）
4897
0.012

农户共同富裕

（2）

0.587***（0.118）
控制

0.658（0.759）
4897
0.587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显著；括号内为
村级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表 8 机制检验‐要素配置结构

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

要素配置结构

其余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R2

要素配置结构

（1）
0.774***（0.131）

控制

1.205（2.254）
4897
0.286

农户共同富裕

（2）

0.556***（0.154）
控制

1.788（3.254）
4897
0.109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显著；括号内为
村级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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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越合理。即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实现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增加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会。要素配置

结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要素配置结构越合理，越有利于农户共同富裕。结合表 8的列（1）、列（2）可知，城乡

要素配置结构是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

（三）基于区域人才流动的机制检验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不断深入，城乡高端人才流动频繁能够盘活乡村发展潜力，为农户共同富裕早日

实现提供基础人力支持。因此，本文将区域人才流动作为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进行

研究。人才流动借鉴曹薇和董文婷（2022）研究思路，根据人才流动会形成人才集聚这一特点，利用区域人才

集聚水平衡量人才流动。作为区域经济学位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区位熵在集群中被广泛应用，通常情况下用

其反映产业集聚度与专业化水平。有鉴于此，借鉴吴远仁和李淑燕（2022）研究方法，构建人员流动指标：

pflij = lnPi × lnPGDPj

Dij
（8）

pfli =∑
j = 1

n

pflij （9）
其中：i、j为省份；pflij为 i省份流向 j省份的人口量；i省份人口数用 P表示；j省份人均 GDP用 lnPGDPj表征；i、j
两个省份省会城市根据经纬度测度获得的距离用 Dij表示；i省份流动到其他省份总人员数量用 pfli表示；n代
表省份数量，本文中 n = 30。

将区域人才流动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 Probit模
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9。列（1）结果显示，数字乡村

建设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 1%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

乡村建设有利于区域人才流动。列（2）中，区域人才

流动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区域人

才流动对农户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由此可

得出区域人才流动是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共同富

裕的重要机制。

七、异质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分析该效应在不同群体

之间是否具有异质性。已有研究表明，农户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财产性收入与社会关系是影响其共同富裕的

重要因素。若数字乡村建设更多帮助在数字技术应用、财产性收入及社会关系方面具有优势的群体，这会加

剧农村地区内部贫富差距，阻碍农户共同富裕。为验证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本文进行异质性检验。

（一）基于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已有研究表明，互联网更有利于数字技术应用较好的群体发展，那么数字乡村建设是否也存在类似情

况？为解答这一问题，根据调查问卷中“现有互联网比较普及，大家可以用手机和电脑上网，你平时上网吗？”

该题项的答案表征农户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答案为“上网”，赋值为 1，视为农户应用数字技术；答案为“不上

网”，赋值为 0，视作农户未应用数字技术。表 10的列（1）中回归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数字技术应用组

与数字技术未采纳组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并未呈现出明显差异。深究其因可能是，在数字乡村建设过

程中，低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的农户也可直接参与到线上零售。这代表数字技术水平应用较低的群体也能够

从中获取相应收益，进而实现农户共同富裕。

（二）基于财产性收入的异质性检验
按照农户财产性收入对样本进行分类，考察数字乡村发展对于不同财产性收入的农户共同富裕是否存

在差异。利用 CSS问卷中“财产性收入”这一问题对农户财产性收入进行测度。同时，为消除异方差造成不

利影响，对农户财产性收入进行取对数处理。根据农户 2021年财产性收入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将财产性收

入低于中位数农户列为低收入组，反之则列为高收入组，回归结果见表 10的列（2）。结果表明，对于不同财

产性收入组来说，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影响亦不存在明显差异。可能原因是，对于低财产性收入农

户来说，数字乡村发展为其带来更多增收机会，呈现出数字乡村建设对不同财产性收入群体共同富裕影响差

表 9 机制检验‐区域人才流动

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

区域人才流动

其余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R2

区域人才流动

（1）
0.112***（0.029）

控制

2.587***（0.645）
4897
0.0547

农户共同富裕

（2）

0.191***（0.057）
控制

3.564***（1.025）
4897
0.054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显著；括号内为村级聚类
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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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不明显的现状。

（三）基于社会关系的异质性检验
农村地区社会关系主要通过“人情”体

现，而“人情”首要功能是在维持农村人际互

动基础上立起农民互动关系（吴言波等，

2019）。有鉴于此，根据陈江华等（2020）研

究成果，选择与其他农户交流状况、其他农

户互助状况测度农户的社会关系。其中，与

其他农户互动较少赋值为 1，一般赋值为 2，
较多赋值 3；与其他农户交流基本没有赋值

为 1，有一些赋值为 2，交流较多赋值为 3。
进一步将两项指标得分均小于 2的农户归

纳为低社会关系组；将得分大于等于 2的农

户归纳为高社会关系组。最后，利用交互项方式进行分析，结果见 10的列（3）。交互项回归系数依然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于不同组别社会关系农户促进作用并未产生显著差异。可能原因是，数字

乡村建设带来的市场化雇佣行为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不同农户间社会关系的差异。

总之，对于不同数字素养、财产性收入及社会关系的农户而言，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影响不存

在明显差异。这说明数字乡村建设并没有扩大农户间差距，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具有较强的包容性。

八、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采用 Probit模型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

的影响，系统研究二者之间关系，得到如下结论：①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推动农户共同富裕；②数字乡村建设主

要通过增加农户创业机会、优化城乡要素配置结构及促进劳动力双向流动影响农户共同富裕；③异质性分析

发现，对于不同数字技术应用、财产性收入、社会关系的农户来说，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并未体现显

著差异，说明数字乡村建设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据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夯实数字乡村建设根基。据上述实证结果可知，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由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夯实数字乡村建设根基，为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户共同富裕奠定基础。一是持续

完善数字乡村发展政策。地方政府应根据相关政策引导，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农业农村发展，为数字乡村建设

提供政策指引。同时，农村地区应积极开展涉农互联网营销活动，全面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二是发挥信息技

术强大优势。农村地区应将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融入农村生产、教育、医疗之中，实现农村数据“上云”与数

据共享，精准解决农村发展问题。三是培养基层专业数字人才队伍。政府内部应积极调整人才结构，提升农

户地区人才薪资水平，吸引更多人才流向农村地区。同时，农村地区应基于现有的人才，致力于提升乡村教

师、农民企业家等群体的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实现以数字技术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继而赋能农户共同富裕。

第二，发挥包容性创业“推进器”作用。由上文结论可知，农户创业是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农户共同富裕发

展的重要作用渠道。各地方政府应积极补齐包容性创业短板，赋能农户实现共同富裕。在微观层面，强化创

业创新能力培训力度。政府部门应围绕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开发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注重创业导师队

伍建设，充分发挥乡村创业能人带动作用，为农户创业提供创业创新辅导。中观层面，政府部门应引导国内

互联网龙头企业加速资金、技术和服务扩散，带动农村地区中小微企业开展技术与服务创新，增强初创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在宏观层面，政府部门通过财政、金融、教育、就业等一系列公共政策工具，构建完善的包容

性创业政策环境，带动农户创业，旨在提升农户共同富裕水平。

第三，借力信息化平台优化要素配置结构。为发挥要素配置结构在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农户共同富裕中

的积极作用，相关主体应构建信息化平台，为全域要素有序流动提供精准支持。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基于地

区发展规划及土地流动实际情况，构建土地流动数据库和交易平台，助力土地流转，推动区域内农业规模化

生产，实现农户增收，助力农户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建立连接农村地区与企

业的信息精准匹配平台及时发布土地流转、开发条件等信息，为农业实现规模化经营提供支持，提升农户收

表 10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

数字乡村建设×数字技术未采纳组

数字乡村建设×低收入组哑变量

数字乡村建设×低社会关系组哑变量

数字技术未采纳组哑变量

低收入组哑变量

低社会关系组哑变量

其余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R2

被解释变量：农户共同富裕

（1）
0.455***（0.091）
0.128（0.152）

控制

控制

4.098***（0.941）
4897
0.108

（2）
0.294***（0.087）

-0.078（-0.127）

控制

控制

9.574***（2.687）
4897
0.271

（3）
0.344***（0.096）

0.154（0.155）

控制

控制

3.859**（1.745）
4897
0.152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显著；括号内为村级聚类的稳健标
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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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赋能农户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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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Zhu Yifan，Zhu Chengquan
（School of Marxism，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Liaoning，China）

Abstract：The key to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whole people lies i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achiev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China’s
social situation（CSS）data in 2021，Probit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 can empower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rural households by increasing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structure of factors， and promoting the flow of regional talents. The
heterogeneity results show that for farmers with different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levels，property income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promotion role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which reflects the inclusiveness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for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Based on this，it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give full play to the“propeller”role of inclusive entrepreneurship，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structure of elements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Keywords：digital village；common prosperity；digital literacy；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property income

朱永跃等：

主观社会地位对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的影响：
基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

朱永跃1，窦笑宇1，李炳耀1，2

（1.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2.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工作处，南京 211170）
摘 要：以制造业工人为研究对象，基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构建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工匠精神的双路径模型，检验心理所

有权与和谐式工作激情在主观社会地位与工匠精神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关怀型伦理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收集的 538份

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主观社会地位对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心理所有权与和谐式工作

激情在主观社会地位对工匠精神的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关怀型伦理氛围在心理所有权、和谐式工作激情与工匠精

神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主观社会地位对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的双路径影响机制，丰富了工匠精神的

前因变量研究，并为培育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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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工匠精神能够助推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是我国制造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仍存在大而不强、核心竞争力较弱、自主创新能力不

足等问题，这与我国制造业工匠精神的缺失有关（蒋华林和邓绪琳，2019），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被多次强调。作为中国制造的践行者，制造业工人是疏通科技成果转化

为产品的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也是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只有当制造业工人将工匠精神作为自己的精

神追求，才能打造出更多大国工匠，以助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亦指出，要加快建设国家

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由此，如何有效培育制造业工人的工匠精神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工匠精神的价值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工匠精神的前因变量进行探讨并取得一定成果。在组织情

境下，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不同领导风格对员工工匠精神的影响（Zhu et al，2022；邓志华和肖小虹，2020；邓志

华等，2021；李群等，2021；刘园园等，2022；叶龙等，2018；朱永跃等，2022），也有部分研究探讨了师徒关系（叶

龙等，2020）、职场地位（钱欣等，2021）、人才开发模式（方阳春和陈超颖，2018）等因素对员工工匠精神的影

响。相对剥夺理论认为，个体通过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来感知自身的地位处境（Smith et al，2012），如果认为

自己处于劣势地位，个体将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消极的情绪感受会引发个体的消极工作态度与行为

（Mummendey et al，1999）。主观社会地位是指个体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而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阶层的感知

（Autin et al，2017），当个体感知到职业被公众赋予负面评价、自身社会地位水平低下时，相对剥夺感的存在

抑制了自我提升的动机（Zheng et al，2022）并诱发离职倾向（魏巍等，2022），进而阻碍工匠精神的形成。由

于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提升缓慢，我国高技能人才在就业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与西方工业强国产生较大差

距。此外，相关研究通过定性分析指出，工人的技能水平无法转化为“应得的社会地位”，阻碍了工匠精神的

培育（王星，2021）。然而，制造业工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感知是否会影响其工匠精神及其作用机制如

何，鲜有文献通过实证研究对此进行探讨。

心理因素（包括认知、情感等）是影响个体工作态度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因而有必要加强对制造业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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